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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国的地理区位与行业生产规模是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重要因

素。 本文借鉴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的分析思路， 构建地理区位与行业生产

规模影响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理论模型， 并利用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１） 地理区位优势与生产规模扩张能够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位

置的提升， 且更大的生产规模可以弥补地理区位优势的不足； （２） 地理区位优势

与生产规模扩张有助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拓展， 且对产出供应链的促进作用

更大， 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３） 行业集聚度影响作用效果， 集聚度越

高的行业， 地理区位与生产规模对产出供应链的促进作用越弱， 对投入需求链的促

进作用越强，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 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全球

价值链生产位置形成的认识， 并有利于推动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与全球价值链

治理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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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全球化并未超越地理环境的限制且随着地理环境的改变而调整， 同时也改变着

地理环境。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理阻隔， 使得全球化生

产网络不断拓展和深化， 从产业间到产业内再到产品内， 全球生产分工正在不断深

入。 地理区位的影响从消费端和供给端逐渐渗透至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在全球价

值链分工模式下， 生产过程比以往更多地跨越关境。 与此同时， 全球生产地理格局

不断被重塑。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 中国制造业生产规模急剧扩张， 成为

全球新的最大的生产区域， 地理空间区位优势①凸显， 这为推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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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位置攀升、 提升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创造条件。 发挥地理区位与生产规模优势

已成为中国构建 “双循环” 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
实际上， 地理空间区位优势的形成体现了中国市场范围扩大与技术进步推动的

国际分工与专业化调整。 凭借地理区位与大规模生产， 中国诞生了一批生产中间品

的 “隐性冠军” 企业， 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中占据 “绝对优势” 地位， 从而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 并将持续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位置与攀升。 或者

说， 依托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国内大规模需求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地理中心地位持续

改善， 中国经济进入构建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的新阶段。 在新发展格局下， 厘清地理区位与生产规模优势对全球价值

链生产位置的影响机制， 是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 统筹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

前提条件之一。 基于此， 本文研究聚焦于： 地理区位优势和生产规模扩张如何影响

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 进一步地， 其对产出供应链位置和投入需求链位置的影响有

何不同？ 对于不同行业类型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地区） 其影响又有何差异？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空间集中又如何改变地理区位优势和生产规模扩张？ 对这些问题

的探讨有助于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生产优势的重塑， 以及全球价值

链治理能力的提升。
当前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进展集中在测算上 （苏丹妮等， ２０２０） ［１］。 全球价

值链位置测算趋于复杂化和微观化， 测算难度也在不断提升 （倪红福， ２０１９） ［２］。
宏观上， 国家—行业价值链位置测度主要有： 全球价值链地位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３］、 上下游度 （Ａｎｔｒàｓ ａｎｄ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８） ［４］ 和全球价值链位置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５］。 微观上， 企业价值链位置测度也主要参照上述指标的构建思路， 如苏丹

妮等 （２０２０）、 倪红福和王海成 （２０２２） ［６］ 等的研究。 除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之

外， 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形成、 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是另一个核心议题， 且国内外研究

差别明显。 相较而言， 国外学者侧重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的建立， 其中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７］基于生产成本差异和生产分离成分的相互作用， 建立了分析

“蛛网” 和 “蛇型” 价值链在不同国家间生产分工调整的理论模型。 针对这两种价

值链模式，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７） ［８］构建了 “蛛网” 模式下的多国采购模型， 分析了不

同生产率和地理特征下的企业进口来源选择；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 ［９］ 则构建了

“蛇型” 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多阶段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分析了不同生产成本与地

理差异下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决定因素。 而国内学者更侧重于研究不同因素对全

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及机制， 涉及的影响因素有： 本土市场规模 （戴翔等，
２０１７） ［１０］、 服务贸易自由化 （马盈盈， ２０１９） ［１１］、 人工智能 （吕越等， ２０２０） ［１２］

等。 总体上看， 全球价值链位置测算研究的主要成果由国外研究团队或中外学者共

同合作完成， 而全球价值链位置形成的研究方面， 国外研究更具基础性和框架性，
虽然其研究程式化明显， 但更具拓展性， 有利于探索全球价值链位置相对根源性的

决定因素， 并对不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归类和全局性分析。 而国内研究则更具应

用导向， 更加关注如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问题， 其对全球价值链位置与不同

经济变量关系的探索， 有利于深化对价值链位置形成中各种复杂影响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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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 理 论 研 究 中，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 ２０１３ ）、 Ａｎｔｒàｓ 等 （ ２０１７ ）、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 都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地理区位因素的影响。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主要探讨在生产分离成本和比较优势权衡之下， 全球价值链生产

分工中离岸、 再离岸和集聚如何发生， 其中地理区位是生产分离成本的重要决定因

素； 而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７） 构建的企业采购理论框架对企业采购能力和采购来源国

选择的设置则始终考虑运输成本因素的影响； 更直接地，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
的研究则围绕 “全球价值链地理学” 展开， 构建的理论模型综合考虑了生产的比

较优势与地理区位优势， 关注全球价值链序贯生产各环节的区位分布与最优生产链

的形成， 并且指出 “引入规模经济是未来的探索方向之一”。 在经验研究中， 也有

一些文献关注地理区位与生产规模对价值链地位 （位置） 和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如戴翔和刘梦 （２０１８） ［１３］、 吕越等 （２０２０）、 倪红福和王海成 （２０２２） 等， 但这些

文献多将地理区位与生产规模视为价值链地位和价值链攀升的非核心解释变量或控

制变量， 无法反映理论研究中地理区位与生产规模的核心作用及其复杂的作用机

制， 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检验。
基于此， 聚焦地理区位与行业生产规模对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 本文首

先拓展了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的研究框架， 提出研究假说； 其次， 利用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表 （２０２１ 版） 数据测算全球价值链、 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位置等

相关指标， 同时构建地理区位优势指标， 从整体、 不同行业、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等

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并进一步考虑行业层面全球生产集中度差异下的影响变化； 最

后， 结合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趋势， 从中国与欧美国家的 “全
球价值链博弈” 以及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和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提出

相关建议。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 第一， 从全球价值链生产转移角度拓展了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的理论分析， 并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联系———产出供

应链和投入需求链视角， 分析了地理区位改善与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 丰富了现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 第二， 拓展了 “全球价值链地理学” 的研究，
将地理区位、 生产规模等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要素与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 并且验

证了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集聚； 第三， 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 发挥地理区位

与生产规模优势推动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和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政策

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对于全球价值链生产区位的形成，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与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 的研究具有相似的理论内核， 认为区位实际上是生产空间中具有

“吸引力” 和 “分散力” 的生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相较而言，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
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的分析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其表达上也更为直观。 故本文借助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的分析思路， 引入行业生产规模， 分析全球价值链生

产分工中地理因素对生产转移的动态影响， 并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视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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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地理区位与行业生产规模影响的差异。
（一） 地理区位、 生产规模优势与价值链生产环节转移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 Ｎ 和 Ｓ ， 且最终消费在 Ｎ 国， 最终消费产品经历一个连续

性增值生产过程 ｚ ， ｚ ∈ ［０， １］ 。 不同生产阶段两国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差异， 简化

起见， 将 Ｎ 国生产成本标准化为 １， Ｓ 国不同阶段生产成本具有连续性， 记为 ｃ（ ｚ） ，
ｃ（ ｚ） ＜ １ 则表示 Ｓ 国在该阶段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两国成本差异如图 １ 所示。 在

不存在生产转移成本 （包括建厂、 运输成本等） 时， 按照比较优势， Ｎ 国先进行生

产并在 ｚ１ 阶段转至 Ｓ 国， 后在 ｚ２ 阶段转回 Ｎ 国。

图 １　 两国连续生产成本与生产阶段分割

本文引入生产转移成本 τ 和 θ（ ｚ） ， τ 为生产转移后的持续性成本 （运输成本等，
以下称为运输成本）， θ（ ｚ） 为生产转移中的一次性成本 （建设厂房等固定资本投入，

以下称为固定投入）， 且 τ≪ θ（ ｚ） 。 假定 θ（ ｚ１）
＋ θ（ ｚ２） ＜ ｚ２ － ｚ１ － ∫

ｚ２

ｚ１

ｃ（ ｚ）（１ ＋ τ）ｄｚ ， 即 Ｎ

国将生产转移至 Ｓ 国获取的利益大于生产转移带来的成本， 则生产转移后生产链的

生产成本记为 Ｃ（ ｚ^１， ｚ^２） ， 则：

Ｃ（ ｚ^１， ｚ^２）
＝ ∫

ｚ^１

０

１ｄｚ ＋ θ（ ｚ^１）
＋ ∫

ｚ^２

ｚ^１

ｃ（ ｚ）（１ ＋ τ）ｄｚ ＋ θ（ ｚ^２）
＋ ∫

１

ｚ^２

１ｄｚ （１）

依据成本最小化原则， 令 Ｃ（ ｚ^１， ｚ^２） ／  ｚ
＾
１ ＝ ０ 和 Ｃ（ ｚ^１， ｚ^２） ／  ｚ

＾
２ ＝ ０， 得：

ｃ（ ｚ^１） ＝
１ ＋ θ′

（ ｚ^１）

１ ＋ τ
（２）

ｃ（ ｚ＾ ２） ＝
１ － θ′

（ ｚ
＾
２）

１ ＋ τ
（３）

参照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假设 θ（ ｚ） ／ ｚ ＞ ０， 且不同生产阶段分离带

来的固定投入大于运输成本， 根据式 （２） 和式 （３） 可得 ｃ ｚ
＾
１( ) ＞ １、 ｃ ｚ

＾
２( ) ＜ １。

这表明， 随着 τ 的降低， 前端转入会更加靠前、 后端转出更加靠后， 即运输成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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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使得 Ｓ 国生产成本优势更加凸显。 故地理区位优势促进了发达国家相对下游产业

的转出和发展中国家相对上游产业的转入， 这种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

也使得各自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位置相对前移。
进一步地， 考虑行业规模在生产转移中发挥的作用， 将生产阶段简化为三个阶

段， 并增加国家 Ｍ ，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三国三阶段生产成本与价值链生产环节转移

图 ２ 中， 不同高度的线段表示不同国家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边际成本。 假设 Ｎ国

具有价值链生产环节设置的决定权， 当不存在其他成本时， ｚ１、 ｚ２、 ｚ３ 环节分别于

Ｎ 、 Ｓ 、 Ｍ 国生产。 当存在运输成本 τ 和固定投入 θ（ ｚ） 时， 生产链存在九种组合， 为

简化分析， 假定 ｚ１、 ｚ３ 被确定在 Ｎ国生产， 则将 ｚ２ 阶段设置在 Ｎ 、 Ｓ 、Ｍ国的生产成

本 ｃＮ 、 ｃＳ 、 ｃＭ 分别表示为：

ｃＮ ＝ ∫
ｚ１＋ｚ２＋ｚ３

１ｄｚ （４）

ｃＭ ＝ ∫
ｚ１

１ｄｚ ＋ θ（ ｚ２）
＋ ∫

ｚ２

ｍｃＭ（１ ＋ τＭ）ｄｚ ＋ ∫
ｚ３

１ｄｚ （５）

ｃＳ ＝ ∫
ｚ１

１ｄｚ ＋ θ（ ｚ２）
＋ ∫

ｚ２

ｍｃＳ（１ ＋ τＳ）ｄｚ ＋ ∫
ｚ３

１ｄｚ （６）

其中， θ（ ｚ２） 为 ｚ２ 阶段生产的固定投入， 且 ｚ２ 阶段生产边际成本满足 ｍｃＳ ＜ ｍｓＭ
＜ ｍｓＮ 。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 尽管 Ｓ 国的边际成本更低， 但当 Ｍ 国具有更强地理

优势时 （τＭ ＜ （ ｚ２ － θ（ ｚ２）） ／ ｍｃＭｚ２ － １ 且 τＭ ＜ ｍｃＳ ＋ τＳ － ｍｃＭ） ， 生产仍会转移至

Ｍ 国。
Ｎ 国将 ｚ２ 阶段生产转移至 Ｍ 国后， 随着 Ｍ 国生产规模扩张， 边际成本进一步

降低。 当 ｚ２ 阶段在 Ｍ 国生产所节约的成本大于 ｚ１ 阶段在 Ｎ 国生产所产生的运输成

本和 ｚ１ 阶段在 Ｍ 国生产所高出的成本损失之和时， ｚ１ 阶段生产可能进一步转移至 Ｍ
国。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下， 凭借某一阶段生产持续扩张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
更有可能促进本地生产空间集聚的形成， 进一步吸引价值链上游阶段转移至本地，
缓解地理区位劣势， 促进本地生产价值链整体位置的相对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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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 地理区位类似 “先天优势”， 行业规模则类似 “后天优势”， 不同

行业和生产阶段的投入产出结构等存在明显区别， 两种优势的 “吸引力” 之间也

存在差异。 对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其生产环节相对复杂， 生产中需要

更多的中间品传递， 地理区位可能具有更强的影响， 行业生产规模因素的影响可能

相对较弱； 对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其生产环节相对简单， 生产中需要

较少的中间品传递， 行业生产规模因素则可能具有更强的影响， 而地理区位的影响

可能相对较弱。 另外， 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相对前端， 凭借技术等

优势具有更强增值能力， 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后端， 增值能力弱

且生产的可替代性更强， 在发挥生产竞争优势以吸引生产活动转移上， 行业生产规

模因素可能发挥更大作用。
假说 １： 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具有生产空间 “吸引力”， 促进该国家

—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前移， 且行业生产规模可以弥补地理区位优势的不足。
假说 ２： 生产复杂度较高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地理区位促进价值链位置

前移的作用更大， 生产复杂度较低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生产规模的促进作用

更大。
假说 ３：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可替代性强， 行业生产规模可以在价值链位置攀升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地理区位、 生产规模优势与生产前后向联系效应

前文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如何在生产转移中进行调整。 进一步地， 下文

将考察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如何随着其所处生产环节的上下游市场需求变化而变

化。 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模通过投入需求链和产出供应链两个渠道影响一国行业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相对位置， 前者为生产的后向联系效应———将一国行业看作

生产链的投入需求方， 后者为生产的前向联系效应———将一国行业看作生产链的产

出供给方。
首先， 一国行业的地理区位越处于中心位置， 越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上游生

产资源并为下游生产提供资源。 故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国家行业采购和供给范围更

广， 从而使得其产出供应和投入需求网络变得更加多元。 另外， 考虑到现实中最终

产品种类远大于生产资源种类， 即生产网络随生产环节推进变得更加复杂， 网络复

杂性更能凸显地理区位优势， 因而地理区位优势对产出供应链影响更大———在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 的研究中测算出距离因素对下游阶段的贸易弹性大于上游

阶段也印证了这点， 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生产相对位置的前移。
其次， 不同于地理区位优势， 行业生产规模扩张可直接通过中间品供需变化对

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产生影响。 一方面， 作为生产中间品的需求方， 行业生产

规模扩张会促进其投入需求链的扩充， 提供更多的上游中间品， 同时也增加了本行

业寻求更多中间品采购渠道的动机， 促进投入需求链多元化发展， 而上游需求投入

链的复杂化也使得本区域该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后移； 另一方面， 作为生产

中间品的供给方， 行业生产规模扩张会促进其产出供应链扩充， 提供更多的下游中

间品， 同时也增加了本行业开拓更多中间品销售渠道的动机， 促进产出供应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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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 而下游产出供应链的复杂化也使得本区域该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前

移。 综合来看， 行业生产规模扩张对投入需求链和产出供应链拓展均存在促进作

用， 而对全球价值链生产相对位置变化的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 但实际上， 考虑到

在生产环节的逐步传递当中伴随着增加值的叠加， 产品价值不断提升， 产品风险承

受能力则不断变弱， 产品 “滞销” 代价不断提升， 则生产商下游市场开拓动机会

变得更强， 其生产规模的扩张将更能够促进对产出供应链的拓展， 进而使得全球价

值链生产相对位置更加偏向前移。 Ｂｅｒｎａｒｄ 等 （２０２２） ［１４］ 研究发现， 企业的销售差

异 ８１％来自于下游因素， 而上游因素影响只占 １８％， 这从侧面反映企业更加注重

其下游销售市场， 故相较于上游市场， 企业对于下游市场更具开拓动机。
最后， 地理区位和生产规模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优势， 其在上下游市场中

可能体现出不同的互动性影响作用。 考虑到运输成本一般由采购方承担， 对于上游

市场， 生产规模扩张在促进投入需求链拓展的同时， 也意味着本地区需要承担更多

的中间品采购运输成本， 而此时地理区位优势的重要性将发挥更大作用， 具有地理

区位优势的地区也将具有更大范围的采购能力以支撑生产规模优势， 两者可能存在

优势作用的相互强化； 而对于下游市场， 生产规模扩张在促进产出供应链拓展的同

时， 下游市场也将分担更多的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的不断上升则相当于部分抵消了

地理区位优势的影响。 具体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地理区位与行业规模对全球价值链生产相对位置影响机制

综上， 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扩张作为两种生产优势， 对全球价值链生

产的相对位置具有促进作用， 且促进作用通过对其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的非对

称影响来体现。 在考虑供需角色差异的情况下， 两种优势的互动作用关系在产出供

应链和投入需求链上也存在不同表现。
假说 ４： 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扩张既拓展产出供应链也拓展投入需求

链①， 因为对产出供应链的作用更大， 从而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提升。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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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的拓展主要指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的复杂化， 即包含链条的多元化和链条长度的增加。 从位

置上看， 表现为产出供应链上游化和投入需求链下游化。



且， 随着生产规模的提升， 地理区位优势对产出供应链的重要性减弱， 对投入需求

链的重要性增强。

三、 模型设定、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地理区位指标， 并借助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全

球价值链位置指标， 实证探究地理区位与行业规模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

影响。
（一） 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说， 将基准计量模型设置为：
ＧＶＣＰ ／ Ｕ ／ Ｄｒ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ｇｅｏｒ
ｉｔ ＋ α２ ｌｎｐｒｏｄｒ

ｉｔ ＋ α３（ｌｎｇｅｏｒ
ｉｔ × ｌｎｐｒｏｄｒ

ｉｔ）
＋ βＸ ＋ δ ｉｒ ＋ δ ｔ ＋ ε ｒ

ｉｔ （７）
其中， 上标 ｒ 表示行业、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ＧＶＣＰ 、 Ｕ 和 Ｄ 分别

为全球价值链位置、 产出供应链位置和投入需求链位置指标， 并从不同角度刻画国

家—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 ｇｅｏ 为经济地理区位， 反映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

地理区位优势； ｐｒｏｄ 为行业生产规模， 反映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优势； 交

互项 ｌｎｇｅｏ × ｌｎｐｒｏｄ 用于捕捉地理区位因素和行业生产规模因素对全球价值链位置

的互动性影响的差异； Ｘ 为控制变量； δ ｉｒ 和 δ ｔ 分别为国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 指标测算

１ 地理区位指标

为反映各国的经济地理区位优势， 需要考虑： 第一， 天然地理区位； 第二， 全

球价值链生产的网络性； 第三， 全球生产重心的变化。 其中， 天然地理区位是经济

地理区位形成的客观基础， 具有决定性作用， 而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网络性决定了地

理区位间复杂的生产联系， 全球生产重心的改变则使得一国可能因为临近全球生产

活动集中区域而具有经济地理优势。 在此基础上， 借鉴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Ｇｏｒｔａｒｉ （２０２０）
构建国家中心度指标的思路， 同时考虑到不同行业全球生产重心的变动， 本文采用

行业规模赋权的价值链参与国间的加权地理距离衡量行业地理区位， 即：

ｇｅｏｒ
ｉ ＝ ∑

ｊ
ｗｒ

ｊ ｄｉｓｔｉｊ （８）

其中， ｇｅｏｒ
ｉ 为 ｉ国 ｒ行业的地理区位优势， 该值越小表明该国家—行业的生产区

位同全球生产活动集中区域之间具有更近的综合距离、 更强的地理区位优势； ｄｉｓｔｉｊ
为 ｉ 国到 ｊ 国的地理距离； ｗｒ

ｊ 为 ｊ 国 ｒ 行业的生产规模权重或世界占比。 利用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８ 年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和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的计算发现， １９９５ 年 １７ 个制造业地理区位优

势排名当中， 只有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设备行业为亚洲国家 （韩国）， 其他行业均

为欧洲国家， 而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７ 个制造业中地理区位优势排名第一的国家有 １２ 个为

亚洲国家， 欧洲国家仅 ５ 个， 且地理区位优势排名靠后的国家一直主要集中在南美

洲和大洋洲。 该结果一方面表明经济地理区位随着全球生产重心的转移发生了一定

的变化， 另一方面表明天然地理区位因素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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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

全球价值链位置是全球价值链测度中的核心指标之一， 本文采用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构建 ｉ 国 ｒ 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 （ＧＶＣＰｒ
ｉ） ：

ＧＶＣＰｒ
ｉ ＝

Ｕｒ
ｉ

Ｄｒ
ｉ

（９）

其中， Ｕｒ
ｉ 和 Ｄｒ

ｉ 分别为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供应链和需求投入链的位置 （上游度和下

游度）。 综合考虑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及解释思路， Ｕｒ
ｉ 值越大则越表明： （１） 从价

值链长度看， ｉ 国 ｒ 行业越处于供应链上游， 其下游生产链越长； （２） 从价值链生

产网络看， ｉ 国 ｒ 行业增加值在整个世界经济生产中留下过更多 “足迹”， 具有更加

复杂的产出供应链 （下游） 生产网络； （３） 从价值链增加值核算看， ｉ 国 ｒ 行业增

加值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被更多次地统计， 即引致的总产出放大更多倍。 同样地，
Ｄｒ

ｉ 值越大则表明： （１） 从价值链长度看， ｉ 国 ｒ 行业越处于需求链下游， 其上游生

产链越长； （２） 从价值链生产网络看，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具有更加复杂的投入需求链

（上游） 生产网络； （３） 从价值链增加值核算看，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所引致的上游产业

中间投入总量放大更多倍数。 而 ＧＶＣＰｒ
ｉ 则为综合考虑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供应链位置和

投入需求链位置后的全球价值链相对生产位置， 即 ｉ 国 ｒ 行业产出越处于供应链上

游， 则其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越处于前端， 或 ｉ 国 ｒ 行业生产越处于需求链下游，
则其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越处于后端。

（三） 其他指标、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 行业生产规模

行业生产规模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之一， 用以反映一国行业的规模经济优势，
该变量数据直接来源于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数据库。

２ 控制变量

除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之外， 影响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主要因素集中于市场需求以

及不同国家各种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因素的影响， 参考戴翔等 （２０１７） 研究中

的控制变量设置思路， 本文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控制行业最终需求、 区域生产配套

能力及制造业服务提供能力， 具体变量为： 行业最终需求 （ｌｎｆｄ） ， 反映最终消费

市场对生产的 “吸引力” 作用； 本地生产配套水平 （ｄｉｎｐｐ） ， 以各国行业生产中

本国中间品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衡量， 反映全球价值生产中上游中间品供给能力提升

对本地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提供能力方面， 分别引入本地运

输服务投入占比 （ｄｓｅｒｐ＿ ｔｒａｎｓ） 、 数字服务投入占比 （ｄｓｅｒｐ＿ ｄｉｇ） 、 金融服务投入

占比 （ｄｓｅｒｐ＿ ｆｉｎ） 、 专业与科技服务投入占比 （ｄｓｅｒｐ＿ ｓｃｉ） 指标， 反映不同类型生

产性服务业提供能力对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影响。
３ 数据处理与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表 （２０２１ 版） 中 ６６ 个经济体 １７ 个制造业， 时

间跨度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 全球价值链位置、 行业最终需求、 本地生产配套水平以

及不同类型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提供能力均由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表计算得到， 其中， 本地

生产配套水平和不同类型本地服务业提供能力分别为生产中本地中间品投入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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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本地服务业投入在总投入中的占比； 经济地理区位指标则由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 和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结合计算得到。 为调节量纲和消除异方差， 对经济地理区位指标、 行

业生产规模和行业最终需求取对数， 并对行业生产规模和行业最终需求数据中极少

数因数值过小导致无法取对数或对数取值为负的数据取 “０” 值。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回归中因多重共线性带来的估计偏误， 并使得交互项回归系数更具解

释意义， 本文对变量 ｌｎｇｅｏ 和 ｌｎｐｒｏｄ 中心化后再进行交互， 经检验， 此时各变量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５， 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 基准回归

表 １ 第 （１） 和第 （２） 列结果显示， 经济地理优势和行业生产规模对全球价

值链生产位置具有稳定和显著的促进作用， 与预期相符。 同时， 第 （２） 列回归结

果显示， 行业生产规模扩张会减弱经济地理区位优势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促进作

用， 而经济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影响仍然显著， 即在一定程度上， “后
天” 规模优势增强可以弥补 “先天” 地理区位优势， 验证了假说 １。

表 １　 地理区位、 行业生产规模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实证结果

变量
ＧＶＣＰ Ｕ 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ｅｏ
－０ ０８９９∗∗∗ －０ １０１１∗∗∗ －０ ２３６５∗∗∗ －０ ２５２３∗∗∗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２４６）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２６）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２１８∗∗∗ ０ １１０３∗∗∗ ０ １１０９∗∗∗ ０ ０７３２∗∗∗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５）

ｌｎｇｅｏ ×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１８６∗∗∗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ｓｑ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８０１ ０ ０８０７ ０ ０６２８ ０ ０６３８

Ｎ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注： 表中交互项为 ｌｎｇｅｏ 和 ｌｎｐｒｏｄ 中心化处理后的交互项；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显著； 国家—行业、 年份分别表示对应的固定效应， 其中国家—行业为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
的固定效应。 下表同。

而第 （３） — （６） 列结果显示， 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均显著促进产

出供应链上游化拓展和投入需求链下游化拓展。 不同的是， 地理区位和生产规模的

互动机制存在差异。 对于产出供应链位置，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反映出随着行业

生产规模的提升， 经济地理区位对于其下游行业生产网络的多样化促进作用的相对

弱化。 作为中间品卖方， 行业生产规模提升和地理区位优势均通过降低进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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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成本促进更多的国家—行业从本地区采购， 使得本地区中间品 “足迹” 更远，
但在行业规模提升促进本地区向更多地区销售中间品的同时， 运输成本也在不断增

加， 使得地理区位优势对产出供应链的作用减弱。 而对于投入需求链位置， 交互项

系数显著为负， 反映随着行业生产规模的提升， 经济地理区位对于其上游行业生产

网络的多样化促进作用相对变强。 作为中间品买方， 本地行业的生产规模提升， 对

其上游行业中间品投入需求变大， 从而促进该行业从更多来源路径进口上游中间

品， 而行业地理区位优势越强， 则其采购范围越广， 使得上游中间品 “足迹”
更远。

另外， 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模的回归系数存在明显一致性， 地理区位和行业

生产规模均促进了产出供应链位置上游化和投入需求链位置下游化， 但对于产出供

应链位置上游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对投入需求链位置下游化的促进作用， 进而也促进

了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攀升。 结合第 （２） 列的结果， 说明虽然地理区位改善和

行业生产规模提升对于产出供应链位置影响的重要性存在部分抵消作用， 对于投入

需求链位置影响的重要性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 但其综合影响仍使得产出供应链位

置更加上游化， 进而提升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 验证了假说 ４。
（二） 异质性分析

１ 不同行业类型下的再检验

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经济特征不同， 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模对全球价值链生产

位置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采用 ＯＥＣＤ 基于技术强度差异的行业分类， 将 １７
个制造业分为高技术行业、 中高技术行业、 中低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四类， 各类

行业的投入要素结构差异明显， 依次为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行业。

表 ２　 分行业类型的地理区位、 行业生产规模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实证结果

变量
高技术行业 中高技术行业 中低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ｅｏ －０ ０８７２∗∗∗ －０ １０３１∗∗∗ －０ １６０８∗∗∗ －０ １６７８∗∗∗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８６３∗∗∗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０６）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６９２∗∗∗ ０ ０６９３∗∗∗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４１）

ｌｎｇｅｏ ×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５４７∗∗∗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０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ｓｑ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３２０ ０ １４５１ ０ １４６７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１２６ ０ １４３３ ０ １４３５

Ｎ ３ １６８ ３ １６８ ７ ９２０ ７ ９２０ ７ ９２０ ７ ９２０ ７ ９２０ ７ ９２０

表 ２ 第 （１） — （８） 列结果显示， 地理区位优势对高技术、 中高技术和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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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但对低技术行业的影响并不

显著。 一般而言， 高技术、 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相较于低技术行业生产的中间

环节更多， 而低技术行业经历的中间环节少、 贸易形态多为最终品， 故高技术、 中

高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生产对于地理因素影响更为敏感①。 从行业生产规模看， 规

模提升对中高技术行业与低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

用， 而对于高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规模经济效应主要指由生

产规模扩张带来的产品生产成本下降， 其下降又主要来源于产量提升带来的固定成

本分摊减少及 “干中学” 效应带来的边际成本降低， 中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

分别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规模经济效应更能发挥作用。 并且在高技术

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生产中， 其全球价值链上游部分对技术要素与资源要素的依

赖性相对较强； 在生产转移中， 这两类行业上游往往受经济战略和资源地理限制而

较难转移。 故相较而言， 中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生产中其上游部分转移较容

易。 回归中， 中高技术行业地理区位影响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

术行业，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验证了假说 ２。
２ 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下的再检验

一般而言， 发达国家产业更加成熟和稳定， 其往往处于全球价值链更上游， 而

发展中国家产业相对落后和不稳定， 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 生产中的产业转移也多

为发达国家将其本地相对下游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故地理区位与行业规模经济

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 本文参照

ＩＭＦ 的分类方式，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３　 分发展阶段的地理区位、 行业生产规模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实证结果

变量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ＧＶＣＰ Ｕ Ｄ ＧＶＣＰ Ｕ 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ｅｏ －０ ０８７３∗∗∗ －０ １４６７∗∗∗ ０ ０５２１∗∗∗ －０ ０５９９∗∗∗ －０ ２４４４∗∗∗ －０ １３２３∗∗∗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３６９）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１９４）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６０８∗∗∗ ０ ０７５１∗∗∗ ０ ０３５７∗∗∗ ０ １５３９∗∗∗ ０ ０７４５∗∗∗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３５７）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０８）

ｌｎｇｅｏ ×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３７８ －０ ０４３１∗∗∗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ｓｑ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９８７ ０ １２９９ ０ ２４３２ ０ ０５１５

Ｎ １４ ６８８ １４ ６８８ １４ ６８８ １２ ２４０ １２ ２４０ １２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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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地， 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更高， 对生产规模反应更敏感 （内部规模经济）， 但

这与其 “经历更多生产环节、 更多次跨越国 （边） 境、 更依赖国际生产网络和地理区位” 并不矛盾。



表 ３ 的实证结果显示， 从整体来看， 地理区位改善与行业生产规模提升对全球

价值链位置攀升、 产出供应链上游化和投入需求链下游化均存在促进作用， 且对发

展中国家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比较第 （１） 和 （４） 列发现， 行业规模扩张对发

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位置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且不显著。 由于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 发

达国家行业发展多依赖于技术优势红利， 行业规模增长相对较慢， 而发展中国家则

多依赖于资源禀赋、 劳动要素和行业规模经济红利， 行业规模增长也较快。 因此，
行业生产规模扩张产生的空间 “吸引力” 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弱， 从而对其全球价

值链位置影响较小， 且行业生产规模与地理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较弱。 从第

（２）、 第 （３） 列和第 （５）、 第 （６） 列可以看出， 对于产出供应链位置的影响，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异不大， 但对于投入需求链位置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明显

高于发达国家。 可能的原因是， 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价值链上游， 其不可替代性更

强， 中间品传递路径稳定； 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 其可替代性更强，
行业生产规模扩张使得更多同环节生产被兼并或替代， 由此也产生下游链条的吞并

和拓展， 对促进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作用更加明显。 而第 （３） 列显示， 地理区

位优势降低与发达国家投入需求链拓展存在正向显著关系， 但结合交互项影响可以

发现， 当行业生产规模较大时， 地理区位优势仍显著促进投入需求链下游化， 该结

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发达国家多位于欧美。 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方面， 世

界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 发达国家的地理区位优势相对变弱； 另一方面， 亚洲的经

济发展也使得发达国家原材料来源更加多元， 其投入需求链面临更多选择， 导致地

理区位优势降低反而促进了投入需求链的下游化 （复杂化）； 而当生产规模较大

时， 投入需求链也会出现更大的调整， 使得地理区位优势开始发挥促进作用。 另

外， 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互动效应也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体现在其投入需

求链， 而发展中国家则体现在产出供应链。
综合来看， 地理区位优势对于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提升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由

于发展阶段的差异， 行业生产规模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体现了行业

生产规模扩张在经济发展前期的积极作用， 这与本文假说 ３ 相符。 同时， 对于发达

国家， 地理区位和生产规模的综合影响在其投入需求链和产出供应链上差异不大；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 地理区位和生产规模对产出供应链的综合影响更大。

（三） 稳健性分析

１ 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参照苏丹妮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分别将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模滞后一期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２ＳＬＳ）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与上文具有一致性。 但理论上， 采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作为工具变量可能无法完全克服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进一步选取其他工具变量进

行 ２ＳＬＳ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对于地理区位指标， 采用以地区人口比例进行加权的

地理距离指标进行替换， 一方面， 能够同样以客观地理距离为基准， 保证了该工具

变量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 世界人口比例结构相对稳定， 地理区位指标也相对稳

定， 与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关联较弱， 能够满足排他性的要求。 对于行业规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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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参考马盈盈 （２０１９）、 苏丹妮等 （２０２０） 的选取思路， 以区域内本行业外的同

技术水平的行业生产平均规模为工具变量， 一方面， 同区域的同技术水平行业具有

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 其他行业的生产规模也最大

程度地降低了与本行业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关联。 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
且结果与本文结论一致，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采用工具变量的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ＧＶＣＰ Ｕ Ｄ ＧＶＣＰ Ｕ 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ｅｏ
－０ １８５１∗∗∗ －０ ３１７９∗∗∗ －０ ０３４２ －０ ０６４６∗∗∗ －０ １６１１∗∗∗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１４０）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１８１∗∗∗ ０ １０７５∗∗∗ ０ ０７２１∗∗∗ ０ ０７１１∗∗∗ ０ ２１２０∗∗∗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７２）

ｌｎｇｅｏ ×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２９９∗∗∗ －０ ０３６６∗∗∗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２３４ ８３９∗∗∗ １９８６ ０２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９００ １８２
［７ ０３］

１２７５ ９７１
［７ ０３］

Ｎ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另外， 考虑到随时间变化当中不同行业存在的差异， 仍然可能存在部分遗漏变

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胡艺等 （２０１９） ［１５］的做法， 允许不同行业随时间变化存

在不同的时间趋势， 即在式 （７） 基础上， 进一步引入行业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δ ｉ × δ ｔ） ， 用以反映行业时变趋势差异的影响。 该回归结果与结论一致。
２ 指标变换

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采用两国最大人口城市距离、 城市

ＧＤＰ 加权距离和城市人口加权距离测算的地理区位指标进行替换， 而行业生产规

模则采用其世界占比指标替换， 回归结果与结论仍一致。

五、 考虑行业生产集中度差异的再探讨

前文中的分析已经表明， 地理区位优势和生产规模扩张能够显著促进产出供应

链和投入需求链的拓展， 并且通过对产出供应链更强的作用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生

产位置的攀升。 在此基础上， 考虑到生产聚集已然是全球生产空间分布的一个典型

特征， 生产活动的聚集度不同， 全球价值链生产中所面对的竞争环境存在差异， 而

地理区位和生产规模作为两种类型的生产竞争优势， 其对全球价值链生产相对位置

的影响作用可能发生变化。 首先， 从全球市场竞争环境角度， 生产活动相对均匀分

布在不同国家 （地区）， 一定程度上表明全球的生产具有更强的竞争性， 这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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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将促进不同国家 （地区） 的地理区位和规模经济优势发挥作用， 而当生产集中

于全球少数地区时， 少数地区具有更强的综合生产优势， 地理区位和规模经济优势

的重要性相对减弱； 其次，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 全球生产聚集既是某些生产环节

的区域集中， 也是多生产环节的区域集中， 而全球价值链多环节集中使得产业对外

转移面临更大的 “阻力”， 这种 “阻力” 实际上也是对外部其它区位地理优势和生

产规模优势的削弱； 最后， 对于全球性生产集聚而言， 生产活动空间集聚的形成与

影响一直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也是国际生产空间分布研究的重要内容

之一， 而以往的生产空间集聚并未从价值链角度进行考察， 价值链视角的生产空间

集聚可能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某环节或某些连续环节上， 这可能使得地理区位

与规模经济因素对产出供应链和需求投入链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拓展回归模型， 引入国家—行业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ｒｔ） ，

即不同国家行业占比平方和， 以探讨不同生产集中度下， 地理区位因素与行业生产

规模因素对全球价值链、 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位置的影响。 具体模型为：
ＧＶＣＰ ／ Ｕ ／ Ｄｒ

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ｇｅｏｒ
ｉｔ ＋ α２ ｌｎｐｒｏｄｒ

ｉｔ ＋ α３ｈｈｉｒｔ ＋ α４（ｌｎｇｅｏｒ
ｉｔ × ｈｈｉｒｔ）

＋ α５（ｌｎｐｒｏｄｒ
ｉｔ × ｈｈｉｒｔ） ＋ βＸ ＋ δｉｒ ＋ δｔ ＋ εｒ

ｉｔ （１０）
式 （１０） 中， ｈｈｉｒｔ 反映全球行业层面生产集中度提高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

响； ｌｎｇｅｏｒ
ｉｔ × ｈｈｉｒｔ 和 ｌｎｐｒｏｄｒ

ｉｔ × ｈｈｉｒｔ 分别反映行业层面不同全球生产集中度下地理区

位因素和行业生产规模因素影响的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中第 （１） — （６） 列显示， 考虑全球行业生产集中度差异后， 地理区位

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优势仍然发挥与前文一致的显著作用。 第 （１） — （４） 列结

果表明， 对于全球价值链位置与产出供应链拓展， 全球生产中更高的行业聚集度使

表 ５　 考虑行业生产集中度后的实证结果

变量
ＧＶＣＰ ＧＶＣＰ Ｕ Ｕ Ｄ 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ｅｏ
－０ ０９００∗∗∗ －０ ０９９５∗∗∗ －０ ２３３０∗∗∗ －０ ２５０４∗∗∗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２６）

ｌｎｐｒｏｄ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２１４∗∗∗ ０ １１１７∗∗∗ ０ １１１９∗∗∗ ０ ０７４３∗∗∗ ０ ０７４１∗∗∗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５４）

ｈｈｉ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６８ ０ １６２８∗∗∗ ０ １８３１∗∗∗ ０ １２６２∗∗∗ ０ １１４４∗∗∗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４４６）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３００）

ｌｎｇｅｏ × ｈｈｉ ０ １５６６∗∗∗ ０ ２５６１∗∗∗ －０ ０９２１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８４９） （０ ０８７３）

ｌｎｐｒｏｄ × ｈｈｉ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７８２∗∗∗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２１５） （０ ０１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ｓｑ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８０４ ０ ０８１１ ０ ０６３５ ０ ０６４６

Ｎ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２６ 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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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优势的促进作用降低， 而第 （５） — （６） 列结果

则表明， 更高的行业集中度使得地理区位优势与行业生产规模优势对投入需求链拓

展的促进作用增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前移。 全球生

产中， 行业生产集中于少数地区， 更大可能表明在少数地区形成了空间集聚优势，
行业生产转移出去的阻力提升， 其它区位的地理区位条件改善与行业生产规模提升

的吸引力减弱。 另外， 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拓展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 行业

集中使得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模优势对产出供应链影响变弱， 而对投入需求链影

响变强， 即下游生产竞争性减弱而上游生产竞争性增强， 说明行业生产集聚更多的

是下游生产环节的集聚。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生产区位格局的形成始终是全球生产空间中不同区位间各种优势竞

争下的综合结果， 经济地理优势和生产规模优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本文首先借助

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的分析思路， 从理论上分析了地理区位因素与行业生

产规模因素对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影响； 其次，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行实证检

验， 并在实证分析中对比不同类型行业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影响差异； 最后， 考

虑全球生产中存在的生产集中度差异， 进一步分析了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模影响

的变化。
研究表明： （１） 地理区位优势与生产规模扩张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

的提升， 但更高的生产规模水平使得地理区位重要性减弱。 从行业层面看， 地理区

位优势对生产环节相对复杂的技术、 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更具影响力， 行业规模

扩张则对更依赖于规模经济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具影响力。 而从不同发展水

平的国家 （地区） 来看， 地理区位优势影响一直存在， 而行业生产规模对发达国

家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影响则不显著。 （２） 地理区位优势与生产规模扩张有助于

促进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的拓展， 并且对于产出供应链的促进作用大于投入需

求链， 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攀升。 从产出供应链角度看， 更大的生产规

模使得地理区位优势促进作用减弱， 而从投入需求链角度看， 更大的生产规模则使

得地理区位优势促进作用增强。 另外， 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看， 发展中国家在其产

出供应链上展现出相对更强的影响力。 （３） 全球生产中行业生产集中度提高使得

全球生产竞争性减弱， 地理区位优势和生产规模扩张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促进影响

也相对变弱。 从产出供应链和投入需求链角度看， 行业生产集聚使得产出供应链生

产竞争性减弱， 而投入需求链生产竞争性增强， 这说明行业生产集聚性主要体现为

下游生产环节的集聚。 另外， 实证分析也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入世二十余年来， 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形成了地理区位和行业生产规

模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攀升， 也因此面临欧美国家的 “断链” “脱
钩” 威胁和遏制。 在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 为进一步塑造全球价值链生产优

势， 促进全球价值位置攀升， 进而在全球价值链博弈中获取主动权， 我们需要：
（１） 持续发挥地理区位改善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 一方面利用好中欧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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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陆海新通道和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的国际分工渠道， 拓展 “一带一路” 资

源和市场， 以弥补原有生产网络过于偏向欧美市场的问题； 另一方面， 在着力本国

上游生产投入建设的同时培植周边国家 （地区） 下游生产市场， 推动中国—东盟

区域价值链构建， 促进中国经济中心优势的形成。 （２） 对于新能源汽车等规模经

济显著的具有战略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因面临欧美国家围追堵截， 需要依靠和发

挥国内大规模需求市场的优势， 推动其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和产业升级； 对于纺织

和食品加工行业等逐渐丧失优势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 既要保持一定的生产规

模， 防止跨越式转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 又要梯次、 有序地将价值链下游阶段向周

边区域 （如东南亚） 转移。 （３） 充分考虑产出供应链与投入需求链的差异， 注重

投入需求链的多元化拓展与产出供应链的关键环节的识别。 一方面， 发挥 “一带

一路” 通道建设的 “硬件” 优势， 建设和保障我国资源和能源供给的主要来源渠

道； 另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我国在生产领域形成的以 “隐性冠军” 企业为基础的

大规模生产优势， 进一步促进价值链生产中该类企业的形成， 以多环节渗透的方式

逐渐形成更大的生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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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倪红福， 王海成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 （２）： １０７－１２４
［７］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Ｒ，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 Ｊ Ｓｐｉ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ｋｅｓ：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９０ （２）： ２４５－２５４
［８］ ＡＮＴＲÀＳ Ｐ， ＦＯＲＴ Ｔ Ｃ， ＴＩＮＴＥＬＮＯＴ 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Ｓ Ｆｉｒｍ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１０７ （９）： ２５１４－２５６４
［９］ ＡＮＴＲÀＳ Ｐ， ＧＯＲＴＡＲＩ Ａ 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８８ （４）：

１５５３－１５９８
［１０］ 戴翔， 刘梦， 张为付  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７ （９）： ２７－５０
［１１］ 马盈盈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 ７）： １１３

－１２７
［１２］ 吕越， 谷玮， 包群  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０ （５）： ８０

－９８
［１３］ 戴翔， 刘梦  人才何以成为红利———源于价值链攀升的证据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４）： ９８－１１６
［１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ＤＨＹＮＥ Ｅ， ＭＡＧＥＲＭＡＮ 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２， １３０ （７）： １７６５－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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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ＶＣ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Ｕ Ｚｉｐｅｎｇ　 ＸＵ Ｐｅｉｙｕａｎ　 ＺＨＵ Ｔｉｎｇ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２０１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ｅｘａｍ⁃
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ＶＣ． Ｕｓｉｎｇ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ｄａｔａ， ｗ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 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ｃａｎ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ＶＣ，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ｃａ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ｌｓｏ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ＧＶＣ；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ＧＶＣ．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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